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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描述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在近十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和平均偏效应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

响因素及其历时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愿意”定居在流入地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态度；分年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和系数的历时比较表明，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多数个体与家庭特征的作用相对稳定。 结论认

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相对稳定性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

要求；且鉴于流动人口的选择性，流入地的社会公共政策应更具精准性；未来的相关研究应更关注居留

意愿不确定的群体，并加强中国特色人口流动的理论总结与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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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中国特色流动人口的重要特征维度之一，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的重要维

度之一，也是衔接迁移 ／流动行为与后果的重要决策之一。 如果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初衷之一是揭

示户籍制度改革在推动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上的效果，那么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

扩展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此，而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含义与现实含义。 理

论上，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研究“有力推动了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的研究，在全面

准确地认识中国以至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流向、过程和制约因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 。 现实层

面，不论是国家政策在推动“三个 １ 亿人”的政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提高城市

化水平等战略任务方面，还是在各地的人才大战、产业布局等方面，都无法脱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问题。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流动者个体或家庭基于个体 ／家庭特征、结合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环境而

做出的决策。 它不仅会影响流动人口个体或家庭在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各种生活安排与规划，而且也

会影响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各项具体产业与规划等（如房地产业、城市产业结构、公共交通等），进而影响

到整个国家战略与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研究仍是相关领域的一个重

要课题。
尽管已有许多文献研究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不论是定义与测量、居留意愿的水平及其变化方

向［１］，还是各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２］，在各研究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矛盾。 这种差异与矛盾，
既可能来自于测量（如居留意愿的定义），也可能来自于数据的代表性（有些研究利用小规模的区域性调查

数据；有些研究则利用全国大型调查的截面数据）。 同时，数据内部的结构性差异，也会影响到对结果的判

断。 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决定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异质性，总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如居留意愿水平或

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等）都是基于这种异质性与数据结构性差异而得到的综合指标。 因此，在考察流动人

口居留意愿时，不仅应该关注数据基础，更需要关注数据内部的结构问题。 体现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

上，则应该关注其异质性特征。
此外，相关研究在纵向数据的使用与深入分析方面尚且有待加强。 利用相同机构进行的纵向调查数据

的分析与研究，不仅能够揭示相同总体下某个社会现象的变化趋势，而且更能够检验各类影响因素在不同时

点上的稳定性或变化趋势，甚至作为某些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方法。
基于上述想法，本文将从纵向历时的角度，利用由同一机构（国家卫健委）执行多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ＣＭＤＳ）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多轮截面调查数据，首先基于截面数据估计

每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以考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的历时变化趋势；然后描述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水平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以从各个方面揭示流动人口的异质性特征；最后检验各类影响因素对居

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历年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抑或揭示其变化趋势。
１　 文献综述

人口迁移是一个过程，包括迁移的决策、行为和后果。 以往研究对于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有较为成熟系

统的理论，包括循环流动、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新移民经济学理论、迁移制度理论等等，但这些理论无法预

测在迁移后的流动人口选择在流入地定居或返回家乡的决策。 居留、返乡抑或循环流动的决策是个体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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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结合流入地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而做出的理性决策［２］。 而且，不同于熟知的迁移相对于返乡的二元

迁移决策，近年来，流动人口流迁目的地开始呈现在流入地城镇定居、循环流动与返回家乡的复杂的三维分

化状态［１］。 这也使得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加难以预测。 鉴于本文希冀从纵向角度描述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的历时趋势及其异质性，并讨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在纵向历时过程中的稳定性，为此，
本文将从居留意愿的水平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展开综述。
１． １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的变化趋势

朱宇和林李月［１］曾综述了各类调查所得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水平，本文借用他们综合的数据绘制得

到下图：

图 １　 历次调查所得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

　 　 数据来源：朱宇和林李月［１］ （黑色方块）；齐嘉楠［３］ （星号）。 具体每个调查

的数据来源请见原文。

图 １ 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居

留意愿水平自 ２０００ 年左右 的

２０％ 左右，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３．
９％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要注

意的是，上述结果所对应的各调查

的定义、测量（包括问卷中问题选

项，如是否加入“不知道”等）、调
查总体、抽样方案等都各不相同。
因此，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流动人口

的真实居留意愿与水平，特别是对

利用具有结构性偏差的数据分析

得到的结果，需要谨慎对待。
同时，少量研究从纵向角度考

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状况，如陈文哲和朱宇［４］曾利用福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６ 年间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及其差异性；齐嘉楠［３］和王朋岗等［５］分别利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全国流动人口监

测调查数据，从历时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但相对于大量利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文献而言，纵向的历时

分析则是少之又少。 而且截面数据的研究文献由于诸如研究 ／调查总体的不同而导致各研究之间缺乏可比

性，从而无法揭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历时变化过程。
１． ２　 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这三个不同层级。 个体与家庭特征

决定了居留意愿的异质性特征。 而且，以下的综述反映出这些特征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已有的各研究

文献中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
个体特征方面，一般包括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个方面。 总体而言，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人

口学特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
年龄：多数研究指出年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本不显著［６ － ９］，但也有研究指出年龄的影响为

负，即年长的流动者倾向于回流［１０］。
性别：多数研究认为男性的居留意愿低于女性［４，７，９，１１ － １６］，但也有研究发现性别的影响不显著［６，１７ － ２３］，或

者男性的居留意愿更高［１０，２４］。 其实，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研究结果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范芝芬［２５］认为女

性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获得城市户口，蔡禾和王进［２６］ 认为男性农民工更愿意将户口迁移至打工城市，但胡

陈冲等［２７］研究发现性别与户籍迁移意愿不具有相关性。
婚姻：已婚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低于未婚者［４，１１，１５，１８，２２，２８］，但也有研究指出已婚者定居意愿更高［９，１３，１４，２４］，

或认为婚姻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８，１９，２７］。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已婚者定居意愿低于未婚者，
一旦控制了配偶或子女是否同住，已婚且配偶同住的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则会显著提升［６，１４，１７，２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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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特征可以包括户籍性质、受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等，从不同维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流动人口

的居留意愿。 “虽然不少相关定量研究确实证实了户籍因素的显著作用，表明具有非农户口有利于流动人

口在城镇定居，但这只是统计模型中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一些情况下，户籍制

度因素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影响甚至在统计模型中不显著” ［１］。
这种矛盾的现象同样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其他三个变量上。 绝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受教育水平的

提高促进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提升［４，１１，１４ － １６，１８，１９，２２，２３，２７ － ２９］，但同样也有研究发现，教育对居留意愿影响不显

著［６，１０，２１］。
收入方面：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一般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上升［９ － １１，１４，２４，２７，３０］。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收入对

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并不显著［８，１７，２２］。 这些经验结论上的差异可能部分来自于收入的操作化定义和

测量上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数据来源。
职业类型：雇主［９，２４］、自雇职业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高［１０，１２，２１，２７］；但王瑞民和陶然［３１］ 认为自我雇佣

的农业转移人口更不愿意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土地［３２］。 当然，后者是以获得城市户口为因变量。
此外，新移民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状况和家庭结构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经验研究

发现，家庭层次中，促进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积极要素主要包括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状况、本地居留时长等，即
这些家庭因素有助于个体居留意愿的提升［８，１３，１４，１６，２１，３０］。

除了上述个体特征以外，近年来有关居留意愿的研究更多的扩展到了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各种特征及生

活状况等。 这些因素有：流入城市的特征［２，２７，３３］、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２，３４］、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３５］、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８，１４，２７，３４］、公共服务提供状况［３６，３７］ 等等。 由于本文更关注个体与

家庭特征的影响作用，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因素的作用。
１． ３　 研究问题细化与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判断“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有着逐步上升的趋势，但近年来其发展趋势趋于平稳” ［１］，
但这种经验性的判断仍需实证数据的支持与检验。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问题是：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近十年中，
我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是如何变化的。

其次，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是一个总体的平均指标，它受到内部各类人口结构的影响，即如果各类人

口的居留意愿不同，而总体中各类人口所占的比例（即结构）在历次调查中发生了变化，那么人口结构对作

为平均水平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同时，各类人口的居留意愿，亦可以被视为异质性的

一个方面。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问题是，各类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是否存在差异。
再次，正如上文所及，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各种因素，在已有文献中表现出不一致的结果。 那么，如

果采用相同的数据来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假设调查数据中包含的各种调查误差是一致的），流动人口居留

意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是否会随时间（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抑或具有一致性？ 如果是一致的，那么，至
少在该数据条件下，可以得到某些结论，以回答上述提及的各研究之间的悖论。 但如果历次调查之间的结果

并不一致，那么这种影响作用的变化是否具有趋势性？ 如果是趋势性的变化，则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发

展进程（或者是人口结构性变化）的作用。 因此，本文的第三个问题是：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

在近十年中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影响作用？ 由此对应的研究假设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个体因素在历

次调查中保持一致性。 其中一致性系指：某影响因素的作用在历次调查中保持统计显著（或不显著），且作

用方向一致。
２　 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多轮截面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ＣＭＤＳ）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一年一度的、在流入

地进行的截面调查，它涵盖了中国 ３１ 个省市和新疆建设兵团。 该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

（县、市）户籍的 １５ － ５９ 周岁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以调查年份上一年度的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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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框，采取 ＰＰＳ 方法进行抽样；每年的样本量近 ２０ 万户。 经数据清理，得到汇总样本共计 ６９０５０６ 人，其中

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总量为 ９１０５３ 人，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０８０８５ 人，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４７５２９ 人，２０１５ 年为 １２６２６６ 人，２０１６ 年为

１０８０１６ 人，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０７１２６ 人。 各城市人口规模数据来自相应各省的统计年鉴，分类标准依照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长期居留意愿。 该问题的提问方式在不同年份略有不同：２０１０ 年的相应问题为“近
三年内您是否打算在本地生活居住下去”；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为“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５ 年及以

上）？”；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中，提问方式有了修改：“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选项则

按照 １ － ２ 年、３ － ５ 年、６ － １０ 年、１０ 年以上、定居和没想好共 ６ 个选项。 为使 ２０１７ 年的结果与以往结果具有

可比性，本文将 ６ － １０ 年、１０ 年以上、定居这三个选项合并为“愿意”；其余选项则合并成不愿意。 根据上述

定义，将居留意愿变量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其中“愿意”为 １，其余编码为 ０。①

自变量包括个体、家庭特征和流入地特征三个层次。 个体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女性

＝ １）、婚姻状况（在婚 ＝ １）这四个变量；个体社会结构特征包括：户口（非农户口 ＝ １）、受教育水平、收入、职
业和单位性质，其中，受教育水平以分类变量形式呈现，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收入为个体年收入的对

数；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这两个变量，将分别以农民、私营企业作为参照组。 个体时空特征包括：本地居住时

长和是否跨省流动（跨省流动 ＝ １）②。 家庭特征包括：配偶同住（同住 ＝ １），与子女同住（同住 ＝ １）。 流入地

的特征主要是讨论区域和城市规模，其中区域特征是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分别建立地区虚拟变量；城市规

模则是以中小型城市为参照组，分别建立城市规模的虚拟变量。 相应的描述性统计量参见表 １。
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分析将使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同时，本文将选用平均偏效应模型［３８，３９］ 比较

同一自变量在不同方程中的（历时）作用。
３　 分析结果

３． １　 流动人口总体居留意愿水平的变化趋势

图 ２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历时变化图

图 ２ 表明，近十年来，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中“愿意”的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过

程。 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流动人口的居留

意愿大体保持相对稳定，＂愿意＂长期居住

的比例始终稳定在 ６０％ 附近，即使是处于

最低的 ２０１４ 年，其居留意愿水平也达到了

５５． ３５％ ，高于已有文献显示的 ５３． ９％
（２０１６ 年结果）。 从置信区间来看，流动人

口居留意愿最低的年份为 ２０１４ 年，置信区

间为（５５． １％ ，５５． ６％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最高的年份为 ２０１０ 年，置信区间为（６３􀆰 ７％，
６４． ３％ ）。

如果说 ２０１０ 年时较高的居留意愿可

能是因为测量问题（以三年为标准），那么，其后各年的测量是统一的，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一定的

提高。

·６２·

①

②

本文所使用的是长期居留意愿。 居留意愿并不等同于“户籍迁移意愿”或“永久迁移意愿”。 两者不仅在调查问卷中的

问题不同，而且其反映的问题亦不相同。 户籍迁移意愿系指更改户籍登记地。 而本文中的居留意愿仅指在不改变户籍登记

地的条件下，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意愿。
在本地居住时长在文中为连续变量，事实上本文曾尝试过将其视为分类变量，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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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描述性统计量（均值或百分比）
变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个人特征
　 居留意愿（％ ） ６４． ００ ５８． ７１ ５５． ３９ ５６． ５６ ５９． ９０ ６１． ６９
　 年龄 ３３． ５３７１ ３３． ２７３１ ３３． ７６４５ ３４． ２５７６ ３４． ７４７７ ３５． １６７３

（８． ６７８１） （８． ９７７３） （９． ０５１１） （９． ２６６９） （９． １５３９） （９． ２６０３）
　 年龄平方 １２． ０００５ １１． ９０７６ １２． ２１９６ １２． ５９４６ １２． ９１１９ １３． ２２４９

（６． ０４６４） （６． ２９０１） （６． ４８０４） （６． ７１５３） （６． ７２４９） （６． ８９０９）
　 性别（参照组：男性，％ ） ４３． ５７ ４１． ９３ ３８． ４９ ４３． ２５ ４３． ９０ ４４． １７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 ） ７８． ２１ ７３． ３８ ７４． ４８ ７７． ２３ ７９． ３７ ７９． ５５
　 户口属性（参照组：农业户口，％ ） １６． ２３ １６． ８５ １７． １１ １６． ４４ １７． ５２ ２２． ４０
　 跨省流动（参照组：省内流动，％ ） ４８． ２５ ５７． ５２ ５１． ８０ ５１． ９０ ５０． ６４ ５０． ４８
　 流动时长 ４． ８１３８ ４． １９０９ ４． ３５１６ ４． ４６０６ ５． ４１７４ ６． ０５６８

（４． ９１６８） （４． ４８３１） （４． ５４０２） （４． ６９５６） （５． ２８１３） （５． ８０２９）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１７． １０ １３． ２７ １１． ４８ １１． ９７ １１． ４５ １２． ８８
　 初中 ５５． ８２ ５２． ９９ ５１． ８２ ５０． ６７ ４７． ２７ ４３． ９４
　 高中 ／中专 ２０． １７ ２２． ８７ ２２． ０１ ２３． ７３ ２３． ９４ ２３． ７０
　 大专及以上 ６． ９１ １０． ８７ １４． ６９ １３． ６３ １７． ３４ １９． ４８
　 收入 ７． ３７４１ ７． ８７３５ ８． ０６８４ ８． １７６９ ８． １４１６ ８． ２１８１

（０． ６０４８） （０． ５６７２） （０． ５４３１） （０． ５４１２） （０． ６０３２） （０． ６０１５）
职业类型（％ ）
　 农民 １． １４ ０． ８５ ０． ７１ ０． ６６ ０． ７８ ０． ４９
　 管理人员 ３． １３ ０． ５３ ０． ５７ ０． ３４ ０． ６０ ０． ７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９． ６６ ８． ３０ ８． １１ ７． ８７ ８． ８８ １０． ８１
　 办事人员 ４． １２ １． ６７ １． ７０ １． ５９ ２． ３６ １． ９４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５８． ３９ ５９． １４ ６２． ６２ ６２． ４９ ６４． ４２ ６４． １６
　 体力工人 ２３． ５６ ２９． ５１ ２６． ２８ ２７． ０７ ２２． ９６ ２２． ３０
单位性质（％ ）
　 私营企业 ３８． ９７ ４４． ０２ ４１． ３３ ３８． １９ ３８． ８９ ３８． ８７
　 机关事业单位 １． ５４ ２． ２３ ２． ２０ ５． ３２ ２． ８６ ３． ３５
　 国有单位 ４． ２７ ５． ４０ ４． ６９ １． ２９ ５． ３４ ５． ６５
　 集体单位 ２． ９２ ２． ５０ １． ８７ ５． ８３ １． １２ １． １８
　 个体工商户 ５２． ２９ ４５． ８５ ４９． ９０ ４９． ３７ ５１． ７９ ５０． ９４
家庭特征
　 配偶同住（参照组：配偶不同住，％ ） ６３． １５ ７１． ４０ ７４． ４８ ７７． ２２ ７９． ３７ ７９． ５５
　 子女同住（参照组：子女不同住，％ ） ４２． ７４ ６６． ７３ ６８． ８６ ７０． ２４ ７０． ７５ ６９． ９１
流入地特征
地区变量（％ ）
　 东北地区 １０． ０３ ６． ５９ ７． ８２ ５． ５９ ６． ５９ ６． ４０
　 东部地区 ４２． ２６ ４８． ８６ ４４． ７６ ４７． ８９ ４３． ９６ ４３． ９４
　 中部地区 ２１． ４６ １５． ５１ １８． １７ １８． １５ １８． ９４ １８． ８９
　 西部地区 ２６． ２５ ２９． ０３ ２９． ２６ ２８． ３７ ３０． ５１ ３０． ７８
城市规模（％ ）
　 中小型城市 ６． ６７ ５． ７８ ４． ９０ ５． ２３ ５． ０８ ５． ３２
　 超大城市 １４． ８９ ３２． ２９ ２３． ７１ ２２． ８４ ２２． ９９ ２２． ８６
　 特大城市 ４５． ２７ ２８． ９４ ３３． ９２ ３１． ９１ ３４． ７１ ３５． ６２
　 Ｉ 型大城市 ２１． ２７ １７． ３５ ２２． ２９ ２５． ５０ ２１． ４３ ２０． ５７
　 ＩＩ 型大城市 １１． ９１ １５． ６４ １５． １８ １４． ５４ １５． ８０ １５． ６３
样本量 ９１０５３ １０８０８５ １４７５２９ １２６２６６ １０８０１６ １０７１２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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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各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的异质性及其变化趋势

图 ３ 显示了各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 总体看，各类人群都呈现出先降后升

的趋势。 且，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亦呈现出差异性。

图 ３　 各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历时变化图

分婚姻状态看，已婚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始终高于未婚流动人口，两类人群在居留意愿上的差异呈现先

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其中，已婚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先缓慢下降再缓慢上升，但未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波动

较大，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 分户口状态看，非农户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始终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

口，两类人群在居留意愿上的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从流动距离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始终高于跨省流动人口；而两类人群居留意愿的差异呈现先缩

小后扩大的趋势。 从受教育水平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始终高于初中及以下人口，
且两者居留意愿的差异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这种居留意愿的差异性说明针对不同人群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

措施来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３． ３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历时比较

表 ２ 给出了按年份分别建立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结果，可用于检验相关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

各年份间是否存在差异。
个体层次的人口学变量中，年龄对个体居留意愿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而年龄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居留意愿随年龄的变化呈非线性的倒 Ｕ 型。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以往研究中年龄变量的作用不一致

的情况。 性别的作用在所有年份均显著为正，即女性的居留意愿高于男性，与多数文献的结论相一致。 婚姻
状况的影响作用并不一致，２０１０ 年不显著，在 ２０１２ 年显著为负，但其余年份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多数年份
的结果表明，相比于单身或未婚人口，已婚人口的居留意愿总体上更高。 但由于该调查中已婚人口比例较

高，需要特别注意这种数据结构的影响。
在个体结构性变量中，户口、教育和收入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其中，非农户口

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所有调查年份均相对较高。 高中和大专及以上这两类受教育水平的群体的居留意愿

均显著地高于小学及以下组（参照组），即随着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居留意愿也会随之增强。 收
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在各年份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收入的提高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在职业类
型方面，以农民作为参照组，多数年份的结果表明，体力工人的居留意愿显著低于农民，其余职业类型的系数

仅在个别年份显著，且作用方向总体上并不一致。 单位性质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十分显著，具体表现
为，相比于私营企业，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这三类单位就业均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
意愿；而集体单位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始终不显著。

个体时空特征：从流动范围看，跨省流动显著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从本地居住时长看，居住时
间越长，个体越倾向于在当地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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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分年 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个人特征
　 年龄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６０４∗∗∗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６３９∗∗∗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１）
　 年龄平方 － ０． ０３３９∗∗∗ － ０． ０９０４∗∗∗ － ０． ０６７１∗∗∗ － ０． ０６８９∗∗∗ － ０． １０１１∗∗∗ － ０． １０８５∗∗∗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８０）
　 性别（女 ＝ １） ０． ０８３６∗∗∗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７０１∗∗∗ ０． １０３１∗∗∗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４２）
　 婚姻状况（在婚 ＝ １） ０． ０５０９ － ０． ０９３３ ０． ５６４５∗∗∗ ０． ５０２１∗∗∗ ０． ５８５３∗∗∗ ０． ３７１５∗∗∗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４９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２４０）
　 户口（非农 ＝ １） ０． １１７０∗∗∗ ０． ０９８９∗∗∗ ０． １２６２∗∗∗ ０． ０９３９∗∗∗ ０． １４６６∗∗∗ ０． １８７１∗∗∗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１８０）
　 收入对数 ０． １８１５∗∗∗ ０． １９０９∗∗∗ ０． ２２７６∗∗∗ ０． ３３０５∗∗∗ ０． ２８５０∗∗∗ ０． ２０４９∗∗∗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２４）
　 流动范围（跨省 ＝ １） － ０． ２９０９∗∗∗ － ０． ３２０２∗∗∗ － ０． ３７２１∗∗∗ － ０． ４４４１∗∗∗ － ０． ５８１９∗∗∗ － ０． ５０３４∗∗∗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１４８）
　 流动时长 ０． ０９５４∗∗∗ ０． １０９０∗∗∗ ０． １２９１∗∗∗ ０． １０８７∗∗∗ ０． ０９５５∗∗∗ ０． ０７３６∗∗∗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４）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３８１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６２ ０． １８１２∗∗∗ ０． １０６４∗∗∗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２０２）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２１４）
　 高中 ０． １８０１∗∗∗ ０． １０９７∗∗∗ ０． ２０３１∗∗∗ ０． １８７７∗∗∗ ０． ４３３５∗∗∗ ０． ３２６３∗∗∗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４６）
　 大专及以上 ０． ４４２１∗∗∗ ０． ３５９１∗∗∗ ０． ５６０６∗∗∗ ０． ５６３４∗∗∗ ０． ９０３８∗∗∗ ０． ７０３８∗∗∗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２９５）
家庭特征
　 与配偶同住 ０． ４４８５∗∗∗ ０． ４０７６∗∗∗ ——— ——— ——— ———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５０１）
　 与子女同住 ０． ４６７２∗∗∗ ０． １８２０∗∗∗ ０． ３０４４∗∗∗ ０． ２９３３∗∗∗ ０． １６２１∗∗∗ ０． ２７５９∗∗∗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２０９）
区域特征
所在地区（参照组：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０． １１７３∗∗∗ ０． １２８２∗∗∗ ０． １４８７∗∗∗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５０５∗∗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８６）
　 中部地区 － ０． ０１５２ －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７１０∗∗∗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２０９）
　 东北地区 ０． ２５１４∗∗∗ ０． ４９０２∗∗∗ ０． ３１５８∗∗∗ ０． ５４１６∗∗∗ ０． ５１００∗∗∗ ０． ５８８０∗∗∗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３１５）
城市规模（参照组：中小型城市）
　 超大城市 ０． １０９９∗∗ ０． ５７０６∗∗∗ ０． １３１１∗∗∗ ０． ２２８６∗∗∗ ０． ２８５８∗∗∗ ０． ４３５２∗∗∗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０８）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３３６）
　 特大城市 －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９５７∗∗ － ０． ０５３９ － ０． ０２２０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１２０７∗∗∗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３２４）
　 Ｉ 型大城市 － ０． １５９２∗∗∗ ０． １４０５∗∗∗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８６５∗ ０． １９０６∗∗∗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３２９）
　 ＩＩ 型大城市 － ０． ０５９６ ０． １４９２∗∗∗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７５１∗ － ０． ０１７０ ０． ２０６８∗∗∗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３４１） （０． ０３３１）
　 常数项 － ２． ３２４２∗∗∗ － ２． ９３１８∗∗∗ － ３． ８０２７∗∗∗ － ４． １８２３∗∗∗ － ３． ９１７１∗∗∗ － ３． ５５６１∗∗∗

（０． １６１０） （０． １５１６） （０． １３９０） （０． １５３１） （０． １５７９） （０． １７０１）
职业类型、单位性质已控制，系数略

样本量 ９１０５３ １０８０８５ １４７５２９ １２６２６６ １０８０１６ １０７１２６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中，∗∗∗代表 ｐ ＜ ０． ００１，∗∗代表 ｐ ＜ ０． ０１，∗代表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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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特征方面，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回归结果表明，与配偶同住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而

与子女同住在各年份均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和子女的团聚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地区层次变量包括区域和城市规模。 区域间的差异：以西部地区作为参照组，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

口居留意愿均高于西部地区；但中部地区在部分年份的居留意愿显著低于或显著高于西部地区，有的年份并

不显著，其方向亦不一致。 在城市规模方面：不同规模的城市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以中

小城市为参照组，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为显著正向，即超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显著高于

参照组；特大城市的偏回归系数在多数年份上为负（但不显著），但在少数年份呈显著正向的影响；Ｉ 型大城

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为负值或不显著，但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呈显著正向；ＩＩ 型大城市流

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仅在部分年份（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７）表现为显著正向。 总结起来，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最

高；特大城市或不显著，或为显著正向；Ｉ 型和 ＩＩ 型大城市则并不稳定。
总结来看，个体人口学特征中的年龄性别、个体社会结构特征中的户籍、收入和教育等、个体的时空特

征、家庭特征与子女同住等因素，地区层次中的地带（东部和东北部）和城市规模体系中的超大城市等特征，
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历次调查中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个体人口学特征中的婚姻状况、社会结

构特征中的职业、单位性质、以及流入地地区层次特征中的除超大城市以外的几类城市，其影响作用在历年

结果中并未呈现一致的作用。
３． ４　 历时分析：平均偏效应模型

由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残差变异）问题，上述不同年份的模型系数并不能进行简单

的直接比较，也无法真正说明历年间各变量的作用是否一致。 为此，需要在解决残差变异的条件下进一步比

较影响作用的一致性。 洪岩璧［３９］曾提出解决群体或样本间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系数比较问题的三种方法：异质性选择模

型（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ＨＣＭ）、平均偏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ＰＥ）和线性概率模型（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ＬＰＭ）。 但是，由于异质性选择模型对模型设置较为敏感、线性概率模型无法体现非线性的关系，因
此本文选用平均偏效应模型进行系数比较［３８］。 相关结果见表 ３。 每个变量历年的平均偏效应见图 ４ 和图 ５。

图 ４　 人口学变量平均偏效应的历时比较图

除婚姻状态，图 ４ 中所有人口学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历年中均呈显著、且方向一致。
其中，年龄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始终为正、年龄平方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始终为负，即年龄始终呈倒 Ｕ
型的作用；性别的作用虽然有小幅波动，但始终呈显著正向，即女性的居留意愿高于男性；户口的作用呈上升

趋势，即非农与农业户籍两者间的居留意愿差异在小幅扩大；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始终为负，流动距

离 ／范围的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流动时长的变化较为平缓；与子女同住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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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分年 ｌｏｇｉｔ 回归平均偏效应结果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个人特征
　 年龄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６９∗∗∗ － ０． ０１９７∗∗∗ － ０． ０１４３∗∗∗ － ０． ０１４９∗∗∗ － ０． ０２１１∗∗∗ －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性别（女 ＝ １）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０）
　 婚姻状况（在婚 ＝ １） ０． ０１０５ － ０． ０２０２ ０． １２４８∗∗∗ ０． １１１９∗∗∗ ０． １２６４∗∗∗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０）
　 户口（非农 ＝ １）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３７）
　 收入对数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４８６∗∗∗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６）
　 流动范围（跨省 ＝ １） － ０． ０５９８∗∗∗ － ０． ０６９５∗∗∗ － ０． ０７９６∗∗∗ － ０． ０９６５∗∗∗ － ０． １２２６∗∗∗ － ０． １０７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３３）
　 流动时长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５）
　 高中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６７６∗∗∗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４９）
　 大专及以上 ０． ０８６２∗∗∗ ０． ０７６７∗∗∗ ０． １１７４∗∗∗ ０． １１８７∗∗∗ ０． １７８５∗∗∗ ０． １４２３∗∗∗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３）
家庭特征
　 与配偶同住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９１０∗∗∗ ——— ——— ———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０９）
　 与子女同住 ０． ０９７２∗∗∗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６６４∗∗∗ ０． ０６４７∗∗∗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４）
区域特征
所在地区（参照组：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９）
　 中部地区 －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４）
　 东北地区 ０． ０５０２∗∗∗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６６５∗∗∗ ０． １１３０∗∗∗ ０． １０１９∗∗∗ ０． １１６８∗∗∗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５７）
城市规模（参照组：中小型城市）
　 超大城市 ０． ０２２３∗∗ ０． １２３０∗∗∗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４９１∗∗∗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８９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５）
　 特大城市 －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１１５ － ０． ００４８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７）
　 Ｉ 型大城市 －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３０４∗∗∗ －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７）
　 ＩＩ 型大城市 －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６２∗ －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６７）
职业类型、单位性质已控制，系数略

常数项 ９１０５３ １０８０８５ １４７５２９ １２６２６６ １０８０１６ １０７１２６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中，∗∗∗代表 ｐ ＜ ０． ００１，∗∗代表 ｐ ＜ ０． ０１，∗代表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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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教育和收入的平均偏效应的历时比较图

始终为正，其作用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婚姻的

作用仅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这四轮调查数据显著

为正，且婚姻的作用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即已

婚与未婚者在居留意愿上的差异有所缩小。
在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方面，本文更关注收入

和教育（见图 ５）。 其中，收入的影响作用始终显

著为正，虽然其作用在 ２０１５ 年后逐步减弱。 这

一方面可能与收入的测量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

是流动人口在考虑居留意愿时已从单纯的经济

收入为目的逐步转变得更为多元化，如以个人发

展为目的，或更强调流入地的公共服务等。
教育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在高中、大

专及以上这两个阶段均呈显著正向，且教育对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水平对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也都随之提高，即在每一个调查年份，都存在：大
专的作用 ＞ 高中和中专的作用 ＞ 初中的作用。 此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均随时间呈现先波动上

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即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波动上升，２０１６ 年的作用是历年最高的，到 ２０１７ 年的作用有

所下降。
图 ６ 表明，在区域特征方面，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始终显著高于

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居留意愿仅在部分年份显著。 其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东部地区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的平均水平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相对较高，但 ２０１５ 年以后则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尽管仍然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而东北地区则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各个年份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在城

市规模方面，仅有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各个年份尽管在波动，但均显著高于参照组且方向一致，
这说明超大城市始终显著地促进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提升。

图 ６　 地区和城市规模作用的历时比较图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系统回顾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多轮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描述了近十年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水平和变动趋势，讨论了个体和家

庭特征、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经济特征等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在多轮调查中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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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利用平均偏效应模型比较部分因素的作用（系数）的历时变化。
４． １　 结论

近十年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先缓慢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愿意”长期居住在流入地的流动人

口比例总体稳定在 ６０％附近。 这意味着，近十年来，尽管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所波动，总的发展趋势趋于

平稳。 这一结论在经验层面回应了朱宇和林李月［１］ 的判断，即“近年流动人口在城镇居留意愿的水平是相

对稳定的，并未因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工作的推进，以及人口

流动家庭化、滞留长期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动而发生重大的变化”。
同时，流动人口内部不同特征人群在居留意愿水平上存在差异性。 其中，已婚、非农户口、省内流动、高

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始终显著高于相应的参照组。 从历时变化来看，各类人口的居留意

愿水平呈现波动性，但与总体趋势基本相同。 上述结果间接说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结构性差异。
无论是基于历年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系数还是平均偏效应模型，影响因素的历时比较表明多数个体人口学特征

（除婚姻状况外）、个体社会结构特征（收入、受教育水平、户籍属性等）、个体时空特征和家庭特征，其作用历

年来在总体上呈现出一致性，这说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稳定性。 而个体社会结构特

征中的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的影响作用历年间并不一致。 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也呈

现一定的波动性。 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较高的居留意愿仍具有稳定性。
４． ２　 讨论

尽管本文基于同一机构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并得到上

述部分稳定性的结果。 当然本文在许多方面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与空间。
其一，样本结构的影响。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样本和全国流动人口在各种结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４０］，这种差异不仅会影响生育率的估计［４１］，也会影响到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调整参照

标准，如果说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可以按照 ２０１０ 年六普的流动人口结构进行调整，而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则

并无调整依据；即使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数据也可能由于抽样问题而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利用该数据进行的分

析必须注意样本结构对结果的可能影响。 正因如此，本文的结论仍然需要谨慎对待，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其二， ２０１０ 年调查询问的长期居留的定义是“３ 年”；而其后各调查则是“５ 年”；２０１７ 年调查中的选项

更是直接以年数的分类。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动人口对长期居留意愿中的“长期”并没有一个完全清

晰的概念，可能 ３ 年是长期，５ 年也是长期。 但从严谨的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同的定义

与测量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因此，如果以后要实施有关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或社会融合）的调查研

究，是否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居留意愿时间长度的测量方式。
假设忽略上述两个问题，并基于本文已有的结果，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研究与现实之中仍有许多值得讨

论与深入的问题。
首先，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通常选项中会包括“说不清楚”这一项，从而使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成为三

分类或以上的变量。 而研究中受方法的限制，通常会将“说不清楚”这一类与其他某类样本合并，从而形成

二分类变量。 但事实上，“说不清楚”的这类样本可能是对未来很不确定的群体，他们与有或无居留意愿这

种明确目标的样本之间可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而从流入地吸引劳动力或人才的角度看，提高“说不清楚”
这类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将会显著改变整个流入地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甚至会影响到原来不打算长期居

住的那批流动人口，进而为流入地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同时，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流动人口中对未来生活

预期最不确定的人群，是没有确定社会融合最终方向的人群，也是各项社会政策极易忽略的人群，因此，不论

是从研究还是从现实政策，“说不清楚”这一类的流动人口应该是流动人口中最需要多方面综合关注的群

体，并予以深入研究。
其次，居留意愿水平的稳定性表明流动人口中有大部分是“流而不动”的人口；而且这批流动人口不论

是个体特征还是家庭特征（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都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此，以后针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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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特别是在模型设定中，是否可以固定地以上述具有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

步增加相应的研究自变量，以使未来相关研究的结果之间具有相对可比性。
再次，样本选择性及其作用。 流动人口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群体；流入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如超大城

市和其他等级规模的城市之间、省际与省内之间等）所对应的个体与家庭特征等亦存在选择性。 但本文未

深入讨论这种选择性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而只是描述了不同特征人群的居留意愿状况。 那么，
居留意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流动人口自身特征的选择性而导致的？ 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流入地社会经济

政策的影响？ 诸如此类的问题尚需要予以深入讨论，以便正确评价流入地公共政策的可能作用，以及流动人

口选择性特征的影响作用。 这既是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的问题，更是流入地社会政策具有精准性的现实

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抢人大战的社会背景之下。
其四，稳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七普数

据揭示了剧增的流动人口规模；如果按照这种稳定的居留意愿水平，那么流入地（特别是各地城市）必然需

要根据当前流动人口的规模与居留意愿水平，调整各类社会公共政策的规划，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能够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尽可能扩大可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同

时，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的流动人口的落户进城。 而超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具有

稳定的相对较高的居留意愿，也提示着这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过程中，不应该盲目

限制人口规模、强行推动人口疏解、在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和落户等方面设置重重障碍；而应该遵从流动人口

的民意与民心，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胸怀拥抱流动人口、以更加多元有效的社会政策吸引流动人口、以更加

务实的工作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最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稳定性与影响因素的稳定性，以及人口流动模式的稳定性，迫切需要从理论

上总结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不仅为繁荣中国人口流动与人口学的研究，也为世界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中国经

验与中国理论。
宏观考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问题，不仅是解释和预测居留意愿变动趋势的需要，更可以从更广阔的背景

中理解中国复杂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本文所揭示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相对稳定性仍需要更长时间的数据

考量与现实检验。 但本文的历时性分析思路，以及居留意愿水平与影响因素作用的相对稳定性至少为未来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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